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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下乡如何嵌入本地农村社区？
———基于 １１７ 家生态农场的实证研究

许悦，陈卫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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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通过中国 １１７ 家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实证样本，本文研究了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

区的影响因素。 在控制农场和农场主基本特征的基础上，从农村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选取测

量指标，构建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模型。 研究结果表明：（１）村庄的自然资源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文

环境、政策支持环境对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有正向作用。 （２）村企互动中的非契约互动，如村庄帮建

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农场人情活动有助于下乡资本构建良好嵌入关系，而正式契约互动，如优

先雇佣本地人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没有显著影响，村企共申项目甚至呈现负向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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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中国乡村社会长久以来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社会结构、既定的社会关系和特殊的行动伦理，
即乡村的“社会基础” ［１］ 。 乡村的社会基础以血缘、亲缘等强关系为主构建了较为封闭的社会

网络 ［２－３］ ，并保留了约定俗成的文化伦理 ［４］ 或“社会底蕴” ［５］ 。 这一特殊性决定了乡村企业是

“生发于本地”还是“外来资本”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区别。 近年来，伴随着 “大众创业、万众创

新”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时代号召，农村外部资本不断进入农产品流通领域、农业生产领域

以及农产品加工领域等 ［６］ ，这一现象被学界称为“资本下乡” ［７］ 。 资本下乡大体上可分为“资本

＋农户”的合作模式和资本独立经营的“农业企业”模式 ［８］ 两类。 后者与乡土结合的形式又可分

为三种：一是资本投入农业生产领域，通过流转土地从事农业生产活动 ［９］ ；二是资本下乡为农户

提供社会化服务 ［１０］ ；三是资本进入非农业领域，进行乡村旅游、自然资源开发等非农业生产活

动 ［１１］ 。 本文所关注的资本下乡为资本独立经营且从事农业生产活动的模式，这类下乡资本与

农业、农村和农民的联结更为直接，也更加紧密。 返乡、下乡创业者通过在乡村流转土地、建立

新型农场从事农业经营。 这一过程中“资本下乡”经济资源的激活，是建立在农村社区的社会

基础之上的。 如果不能良好地融入本地农村社区，下乡的资本可能会遭遇村民偷窃农场作物、
阻拦收割等问题；在村集体的自然资源（如用水用电）或基础设施资源（如道路）使用的过程中，
也有可能和村民发生不同程度的冲突 ［８］ 。 这些与乡村社会互动不畅的现象，难以避免会导致资

本下乡进展困难，甚至失败。 因此，资本下乡只有与本地农村社区构建起和谐的互动关系，实现

良好的嵌入，才有可能在本地顺利经营。
目前学界已对嵌入性问题给予了较多关注。 已有研究认识到嵌入性对下乡资本顺畅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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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重要性。 对于企业自身来说，良好的嵌入既能够帮助企业克服农业产业的特殊性，解决监督

和激励困难问题 ［８］ ，降低经营成本 ［９］ ，也有助于企业在与村庄环境的互动中获取创业所需的信

息资源 ［１０］ 、知识资源 ［１１］ 、机会资源 ［１２］ 等，从而提升企业的竞争能力 ［１３］ 和绩效 ［１４］ 。 另一方面，
嵌入有助于企业与当地社区构建合作网络，使当地乡村社会与企业层级之间形成“情境—结构”
单元互相对接、信息上下贯通的资源网络 ［１５］ ，实现金字塔底层（ Ｂａｓｅ ｏｆ ｔｈｅ ｐｙｒａｍｉｄ，简称 ＢＯＰ）
战略 ［１６］ 。 同时，学者们还就嵌入的机制和影响因素展开分析。 Ｖｅｓｔｒｕｍ［１７］ 以挪威农村社区创建

爵士音乐节为例，梳理出五个嵌入的关键环节，即建立共同利益、利用已嵌入角色作为连接、双
方参与决策制定过程、采用相同因素迭代活动，以及加入新的外部行为者，其中前四个因素会促

进嵌入，最后一个会阻碍嵌入。 Ｕｚｚｉ［１８］ 则以产业上下游的 ２３ 个服务商为研究对象，运用民族志

研究方法，总结出信任、细化信息和联合解决问题三种嵌入机制。 与之不同的是，对于资本下乡

的嵌入问题，学者们倾向聚焦于影响嵌入的第三方关键角色，如陈义媛 ［１９］ 对经济作物产品流通

和村庄嵌入性的案例研究表明，出身于本地村庄的“农产品经纪人”往往会成为连接中间商和

小农户的重要中介。 徐宗阳 ［２０］ 通过对公司型农场的研究指出，工商资本的“外来性”难以克服，
但是通过分包制等利用已有乡土性社会资源的方式可以得到部分解决，与此同时，下乡资本的

生产效率会受到创业者与承包人的关系结构以及社会风气的影响。 田志鹏 ［２１］ 和付伟 ［１］ 对来料

加工的相关案例研究表明，来料加工在乡村社会的顺利开展得益于第三方代理人即“经纪人”
的中间作用，经纪人的社会关系能够有效地帮助外来资本实现本地嵌入。

以上研究表明，嵌入本地农村社区能够帮助下乡资本消除“外来性”以获取合法性。 但同

时，国内学者对资本下乡嵌入本地的影响因素研究多聚焦于第三方“本地代理人” ，认为其是外

来资本实现良好本地嵌入的关键所在，而对嵌入的客观环境以及双方的直接互动缺乏探讨。 第

三方代理人虽然为连接外来资本和本地农村社区提供了可行方式，但是却无法从本质上解决下

乡资本在嵌入本地农村社区中存在的根源性问题。 下乡资本的“外来性”很难因为第三方本地

代理人而消除，嵌入客体提供的村庄创业环境以及双方直接的嵌入互动关系有可能在其中发挥

了更加直接的作用。 另外，国内外现有研究多采用案例研究方法展开研究，鲜有学者对嵌入的

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
鉴于此，为弥补已有案例研究的缺遗，本文基于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运用实证研究

方法，对以生态模式创业的 １１７ 家生态农场进行检验，从农村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分析

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程度的影响因素，为资本下乡及嵌入性相关理论研究提供新的研究视角，同
时为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提供实践指导。

二、理论分析和研究假说

（一）理论分析

本文采用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来解释下乡资本嵌入本地的作用机制。 “嵌入性”概

念最早由 Ｐｏｌａｎｙｉ［２２］ 提出，他指出人类的经济嵌入并缠结于经济与非经济制度中，强调经济行动

是一个制度化的社会过程。 Ｇｒａｎｏｖｅｔｔｅｒ［２３］ 系统地提出了嵌入性理论，他指出行动者的经济活动

嵌入社会关系，进一步将嵌入定义为社会结构下经济活动持续运行所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关系模

式，并将嵌入分为结构嵌入和关系嵌入。 结构嵌入是指行为主体通过分享和其他主体的连接程

度，是参与者之间关系的总体模式；关系嵌入则是指行为者的经济活动所衍生出的互惠关系，涉
及主体间的信任和亲密度感知等。 本文以新型生态农场为研究对象探讨资本下乡的嵌入问题，
主要关注农场在关系嵌入层面的嵌入性活动。 这类生态农场的创业者多为返乡下乡创业的“新

农人” ，该创业群体具有城市生活工作经历，携城市资本回归农业和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经营相

关活动，具体可包括返乡农民工、返乡大学生、下乡大学生、下乡投资商等等。 该创业群体与“生

于斯长于斯”的本地村民相比，多为跨领域创业投资的新农人 ［２４］ ，但同时具有“外来性”的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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属性，对当地的乡土社会逻辑和农业产业的特殊性不够熟悉 ［８］ 。 诚然，在资本下乡的嵌入过程

中，由于返乡创业者和下乡创业者的身份属性有所差别，其“外来性”程度可能是不同的。 相应

地，这种差别会体现为两者对乡土性社会资源的可获性和易获性不同。 但值得说明的是，无论

生态农场的创办者是返乡创业者还是下乡创业者，他们都并非意在“下乡圈地”的纯粹工商资

本运作者，而是直接参与农业生产经营环节的小型农业企业经营者，都同样需要面对农村地区

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相交织的复杂社会关系 ［２５］ ，即需要面对嵌入问题。 下乡创业者需要通过

嵌入性活动和环境嵌入构建新的社会关系，建立信任，获取资源；返乡创业者也同样需要运用已

有的以及重新构建的乡土性社会资源重建与乡土社会的联系。 因此，虽然两者在嵌入的难易程

度上可能有所区别，但在嵌入的影响因素方面却可能面临相同的境况。 因此两者都被视为本文

对嵌入的影响因素的研究主体。 嵌入性理论指出，行动者的行为既是自主的，也嵌入互动网络，
受社会脉络的制约。 通过开展嵌入性活动，创业者可以妥善处理与乡村社会的复杂关系 ［１０］ ，构
建良好的社会网络关系和嵌入环境，从而获取当地居民对外来资本的信任与支持 ［２６］ 。 这是外

来资本消除“外来性” ，获取信任、信誉及合法性的首要机制，并影响创业企业的创建、生存和

发展 ［２３］ 。
另一方面，Ｐｆｅｆｆｅｒ 提出的资源依赖理论指出 ［２７］ ，组织是一个利益集合体，生存是组织的首要

使命。 为了生存，组织需要获取资源，而仅靠组织自身无法解决生存和发展所需要的各种资源。
因此组织需要与所依赖的环境互动，从中获取资源。 组织所拥有资源的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了

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对环境互动关系的控制能力决定了其生存状态。 先前研究表明，农业创

业者最初可能会面临缺乏资源和知识的问题 ［１４，１７，２８－２９］ 。 生态农场作为资本下乡的形式之一，其
农业生产活动深嵌于村庄社会结构之中，具有社区性特征。 生态农场遵循绿色生产方式，强调

不使用化学农药和肥料，而是用生物防治等生态学方法进行生产管理，其生产运营活动在很大

程度上依赖所在地的自然条件和基础设施条件，农场的嵌入程度由此也可能会受到村庄创业环

境的制约。 良好的嵌入能为其提供本地知识和资源 ［１４，２９］ ，从而促进创业进程，提升企业绩

效 ［１６，３０］ 。 其中嵌入关系较好的外来资本，无疑会获得较大的发展优势 ［３１－３２］ 。 因此，村企双方的

嵌入性互动以及创业活动开展的农村社区环境都是生态农场在嵌入中需要考量的因素。 根据

上述理论分析和已有文献，本文提出研究理论框架，如图 １ 所示。

图 １　 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影响因素分析框架

在本研究中，生态农场作为嵌入主体，可被视作具有社会属性的行动者，或是嵌入社区的企

业 ［３３］ 。 农场通过一系列主动的经济行为和非经济行为，与乡土社会发生一系列正式和非正式

的互动关系，进而从多个维度嵌入当地村庄这一客体。 因此，作为嵌入客体的村庄环境以及企

业和村庄双方的互动关系在这一进程中都会影响农场在本地嵌入中所建立的二元交换关系的

质量，本文将从这两个维度研究生态农场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程度的影响因素。
（二）研究假说

１．农村社区环境。 根据资源依赖理论 ［２７］ ，组织是一个以生存为首要目标的利益集合体，需
要获取资源以获得生存可能性。 资本下乡仅靠自身供给无法满足组织生存发展所需要的各种

资源，唯有通过与环境互动，采取竞争、联盟、嵌入等策略，才能获取所需 ［３４］ 。 组织所处环境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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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源数量、质量、结构决定了组织的实力和竞争力，组织对环境互动关系的控制能力决定了其生

存状态。 以生态农场模式开展的资本下乡项目多为内部组织化程度较低、组织结构简单的个体

或家庭创业模式，农场在当地的生存及发展极易受农村社区外部条件的制约。 生态农场的嵌入

过程即农场主动利用组织外部环境的过程，农村社区环境是影响农场创业价值实现的重要因

素 ［３５］ 。 在资源相对丰富的环境中，农场的生存机会也会相应增加 ［３６］ 。 同时，农场在发展过程

中，会与环境共同构成复杂的生态系统，实现环境嵌入 ［３７］ 。 因此，农村社区环境的优劣是影响

生态农场嵌入程度的最基本要素。
借鉴 ＧＥＭ 全球创业观察指标并参考已有文献 ［３８－４０］ ，结合资源依赖理论和生态农场的特

性，本文从创业硬环境的角度选取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从创业软环境的角度选取社

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共四种环境特征作为农村社区环境变量。
（１）自然禀赋环境。 自然禀赋环境是指生态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农业自然生产环境（如土

壤、水、空气等） 。 生态农场在生产过程中不仅对土壤、水源有较高的要求，同时产地周围隔离距

离以内也不允许施用农药化肥等化学品。 优质的自然禀赋环境为农场顺利经营奠定了自然基

础，使得农场的本地嵌入顺利展开，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１ａ： 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２）基础设施环境。 基础设施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配备供给情况，包括

村庄道路、灌溉设施、自来水供应、村卫生室等。 完善的基础设施不仅能为农场的运营提供便

利，保证产品物流配送顺利，同时也使新农人的生活质量得到保证，促进农场经营的可持续发

展，为农场嵌入提供支持。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１ｂ： 农村社区的基础设施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３）社会人文环境。 社会人文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民风状况。 生态农场的经营以

土地为载体，而土地来自本地农户和集体经济组织，因此，本地农户是农场发展不可回避的村社

互动主体 ［１０］ 。 农村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决定了农场与本地村民之间产生认同感和信任度，从
而影响农场的本地嵌入。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１ｃ： 农村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４）政策支持环境。 政策支持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地对于生态农业、生态农场的扶持补贴情

况。 企业的嵌入不仅是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的互动结合，同时也是国家政治建构和文化映射的

一部分。 政策支持环境为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提供了稳定的制度保障和政策资源，并不断形塑其

组织的合法性 ［１０］ 。 对生态农业发展利好的政策环境会让农场更易嵌入本地。 因此，本文提出

假说：
Ｈ１ｄ： 本地的政策支持环境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２．村企互动。 根据嵌入理论，关系嵌入强调双方关系建立在互惠基础上 ［２３］ ，通过双方行为

主体的直接互动，建立关系网络和社会结构，形成信任、声誉、共同规范等嵌入关系 ［１７］ 。 只有在

彼此认可和信任的基础上，村庄才会信任并支持农场在本地创立发展。 村企互动可区分为正式

契约互动和非契约互动两方面。 一方面，通过契约互动，如农场优先雇佣本地人、农场与村庄共

申项目等增加与本地农场的关联性，优先获取本地知识和资源；另一方面，通过非契约互动，如
村庄帮助建立农场，农场与村民进行人情往来活动等提高与村民的熟识度和信任度 ［４１］ ，最终在

双方互动中建立良好的本地嵌入关系。 鉴于此，本文从正式契约互动方面包括优先雇佣本地人

和村企共申项目，以及非契约互动方面包括村庄帮建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和农场人情往来，
共五个维度来衡量其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的影响。

（１）优先雇佣本地人。 优先雇佣本地人是指农场在用工时，在相同的条件下会优先雇佣本

地村民。 农场雇佣本地雇工能够直接与当地农村社区建立互惠关系：一方面本地雇工能够为农

场节约用工成本，同时本地农户更加熟悉本地的生产性知识和资源，更易开展工作；另一方面，
农场优先雇佣本地人能够为本村村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改善当地村民的收入水平，带动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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村社区的经济发展，由此村企建立亲密的嵌入关系。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ａ： 优先雇佣本地人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２）村企共申项目。 村企共申项目是指农场和所在农村社区共同申请政府相关项目。 嵌入

的过程首先起源于双方建立共同利益 ［１２］ 。 共同申请项目说明农场与所在农村社区发展方向一

致，农场依托村庄所提供的资源和平台，村庄依托生态农场所带来的环境、经济福利，通过合作

谋求共同利益和共同发展。 这是农场与农村社区互动关系加深的过程，更有利于促成农场的本

地嵌入。 鉴于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ｂ： 村企共申项目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３）村庄帮建农场。 村庄帮建农场是指在农场创设过程中，村委或村民为农场提供了实质

性的帮助。 村庄愿意对农场提供帮助表明村庄对农场入驻的认可和接纳，是在达成共识的基础

上实现本地嵌入的过程，有利于建立农村社区和农场之间的情感基础和良好关系，有利于农场

的嵌入，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ｃ： 村庄帮建农场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４）农场与村民熟识度。 农场与村民熟识度是指农场主认识所在农村社区大部分的村民，

并能喊出大部分人的名字。 农村社会在血缘和地缘关系的基础上，通过日常生产生活的长期交

往和互助形成了稳定的互惠性关系结构 ［１０］ 。 这一关系结构使得农村社区社会构成一个最基本

的熟人社会，基于人情往来维持彼此之间的互助合作 ［２］ 。 农场与村民的熟识度决定了农场建立

弱关系网络的规模，弱关系纽带能够提供重复性更低的信息，起到充当信息桥的作用 ［２１］ ，在当

地建立更广泛的社会网络和关系资源会帮助农场更好地实现嵌入。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ｄ： 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５）农场人情活动。 农场人情活动是指农场在逢年过节时向本地居民赠送农场产品。 农村

的人情活动被视为构建社会关系的策略 ［４２］ 。 通过礼物流动能够建立互助及情感依赖关系，构
建相互提携、相互帮助的社会关系结构 ［４３］ 。 农场作为外来的嵌入主体，主动开展人情活动是农

场为村民提供经济福利的一种非契约互动，同时也是农场融入本地文化习俗，构建社会网络的

一种策略。 通过这种方式能够帮助农场更快地构建私人社会关系，有助于农场更好地实现本地

嵌入。 因此，本文提出假说：
Ｈ２ｅ： 农场人情活动对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正向影响。

三、数据、变量及模型

（一）数据来源

本研究调查对象为全国范围的返乡下乡创业型生态农场。 调查采取滚雪球抽样法

（ Ｓｎｏｗｂａｌｌ Ｓａｍｐｌｉｎｇ） 。 首先，在全国范围内随机抽取 ２０ 家符合生态种养标准及资本下乡模式的

农场样本进行实地走访调研，通过问卷调查和深度访谈相结合的方法收集问卷，之后再通过农

场推荐，采用线上问卷星系统收集问卷。 滚雪球抽样法常用于在稀疏总体（单位个数极小且分

布分散，没有明确的抽样框可以帮助寻找的人群）中寻找受访者，可增加与调查群体接触的可能

性。 这一“稀疏总体”的特点正好适用于对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调查。 此外，问卷星链接

仅限指定受访者填答，转发无效，由此增加了数据回收的有效性并有效提高了数据来源质量。
本次调查于 ２０１８ 年 １ 月展开，经过为期 ２ 个月的数据收集，最终共发放问卷 １２８ 份，回收有效

问卷 １１７ 份，问卷回收率 ９１．４％。
（二）变量说明及描述性统计

１．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度作为被解释变量。 本地嵌入度是农场主对农场在当地嵌

入程度的主观评价，采用李克特五级量表进行赋值，１ ～ ５ 表示融合度从低到高递增，代表“非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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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融洽” “不融洽” “一般” “比较融洽”和“非常融洽” 。
２．解释变量

根据前文研究假说，本文选取了两组影响因素变量：农村社区环境变量和村企互动变量。
第一组解释变量农村社区环境是指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

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四个维度的特征。 第二组解释变量村企互动变量具体包括优先雇佣本

地人、村企共申项目、村庄帮建农场、农场与村民熟识度和农场人情活动五个变量。
３．控制变量

借鉴以往文献对控制变量的选取，本文对农场特征和农场主个人特质进行了控制。 农场层

面的控制变量为农场面积和经营年份，同时在模型中控制农场类型；在农场主层面，则选择性

别、年龄、受教育年份、婚姻状况、户口所在地、１８ 岁前居住地等作为控制变量。
４．变量描述性分析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见表 １。
表 １　 变量定义、赋值及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称 指标定义 赋值 均值 标准差

被解释变量

　 本地嵌入度 农场在当地的嵌入程度 ５ 分量表： １ ＝ 非 常 不 融 洽， ５ ＝ 非 常

融洽

３．８４ ０．６６

解释变量

　 农村社区环境

　 　 自然禀赋环境 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农业自然生产

条件

５ 分量表：１ ＝非常不利，５ ＝非常有利 ３．９０ ０．８９

　 　 基础设施环境 农场所在农村社区的公共物品① 供给

情况评分

１２．９１ ８．５３

　 　 社会人文环境 当地村民民风 ５ 分量表：１ ＝非常差，５ ＝非常好 ３．５９ ０．８８
　 　 政策支持环境 当地政府为生态农业提供优惠政策 ５ 分量表： １ ＝ 非 常 不 同 意， ５ ＝ 非 常

同意

２．４８ １．０５

　 村企互动

　 　 优先雇佣本地人 同等条件下会优先雇佣当地劳动力 ５ 分量表： １ ＝ 非 常 不 同 意， ５ ＝ 非 常

同意

４．０５ ０．９２

　 　 村企共申项目 农场与农村社区共同合作申请政府的

农业项目

５ 分量表： １ ＝ 非 常 不 同 意， ５ ＝ 非 常

同意

２．８５ １．１１

　 　 村庄帮建农场 在农场建立过程中农村社区是否提供

了帮助

１ ＝是，０ ＝否 ０．２１ ０．４１

　 　 农场与村民熟识度 农场主知道大部分村民的名字，与当

地村民相熟

５ 分量表： １ ＝ 非 常 不 熟 悉， ５ ＝ 非 常

熟悉

３．４０ ０．９４

　 　 农场人情活动 逢年过节赠送农场产品给当地村民和

村委

５ 分量表： １ ＝ 非 常 不 同 意， ５ ＝ 非 常

同意

３．５４ ０．９１

　 生态农场特征

　 　 农场面积 对数形式 ４．６４ １．４８
　 　 经营年份 连续变量 ４．４４ ３．５３
　 农场主特征

　 　 性别 １ ＝男性；０ ＝女性 １．２１ ０．４１
　 　 年龄 对数形式 ３．６４ ０．２０
　 　 受教育年限 连续变量 １４．６７ ２．９９
　 　 婚姻状况 １ ＝未婚；２ ＝已婚；３ ＝离异；４ ＝丧偶 ３．１６ １．７０
　 　 户口所在地 １ ＝本村；２ ＝ 本乡外村；３ ＝ 本县外乡；

４ ＝本省外县；５ ＝外省；６ ＝其他

１．９１ ０．３９

　 　 １８ 岁前居住地 １ ＝农村；２ ＝ 乡镇驻地；３ ＝ 中小城市；
４ ＝大城市

１．８５ １．１２

　 　 注：①公共物品供给包括村卫生室、村文化馆、村水利灌溉设施、村道路、有线广播电视网络、自来水、煤气管道、农业机

械设备投入等 ８ 项的供给情况。 该变量由农场主对每项公共物品的供给情况进行 １ ～ ５ 分的评分（总分 ４０，无供给则得分为

０） ，再对所有设施的评分相加得到总分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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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１ 可知，１１７ 家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情况较好，评分均值为 ３．８４，接近较为融洽程度。
农村社区环境在自然禀赋和社会人文方面评分较好，均值接近 ４，但基础设施环境和政策支持

环境较差，仅有 １２．９１ 和 ２．４８，说明对于生态农场而言，村中的公共物品供给和政策支持仍显不

足。 从村企互动的角度来看，在正式契约互动方面，大部分农场会选择优先雇佣本地人，均值达

到 ４．０５。 但是在村企共同申请政府项目方面则不足 ３ 分。 在非正式契约互动方面，农村社区对

农场的帮助均值较低，而农场对村民的熟识度和人情活动均超过 ３ 分，由此可见农场在村企互

动中占据较为主动的角色。
在 １１７ 家生态农场样本中，从农场类型来看，样本类型分布较为均匀，其中种养结合类农场

占比最多，接近 ３０％；纯种植业类和种养兼休闲类比重相当，均为 ２０％左右。 在农场面积方面，
生态农场面积普遍小于 ２００ 亩，其中又以 ５０ 亩以下的居多。 农场经营时间较短，超过 ７０％的农

场经营不足 ５ 年。 从农场主特征来看，近 ８０％的农场主为男性，农场主多为 ３１ ～ ５０ 岁的青壮

年，８４％有较稳定的婚姻关系，户口所在地是本村的返乡创业者仅有 ３１％，本省外县和本县外乡

的下乡创业者，分别占比 ２２％和 １８％。 此外，生态农场主的受教育程度普遍较高，大专及以上

学历逾 ８０％，本科及以上的也达到了 ４８％。 ６０％的农场主 １８ 岁曾经居住在农村。
（三）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因变量本地嵌入度是多分类的有序变量，即按照李克特量表将融入度的赋值分为

５ 个等级，因此适合采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模型进行实证分析。
设生态农场的本地嵌入度为因变量 Ｙ，Ｙ 是 ｋ 个等级的有序变量，ｋ ＝ ５。 记等级为 ｊ（ ｊ ＝ １，２，

…，ｋ）的概率为 Ｐ（ ｙ≥ ｊ ｜ ｘ） ，则等级大于等于 ｊ（ ｊ＝ １，２，…，ｋ）的概率为 ［４４］ ：
Ｐ（ ｙ≥ ｊ ｜ ｘ）＝ Ｐ（ ｙ ＝ ｊ ｜ ｘ） ＋…＋Ｐ（ ｙ ＝ ｋ ｜ ｘ）

对上式进行 Ｌｏｇｉｔ 变换，建立累计 Ｌｏｇｉｔ 模型，有：
Ｌｏｇｉｔ Ｐ ｊ ＝ Ｌｏｇｉｔ［Ｐ（ ｙ≥ ｊ ｜ ｘ） ］ ＝ ｌｎ ［Ｐ（ ｙ≥ ｊ ｜ ｘ） ／ １－Ｐ（ ｙ≥ ｊ ｜ ｘ） ］ 　 （ ｊ＝ １，２，…，ｋ－１）

根据有序分类结果的 Ｌｏｇｉｔ 回归定义：

Ｌｏｇｉｔ Ｐ ｊ ＝ Ｌｏｇｉｔ Ｐ（ ｙ≥ ｊ ｜ ｘ）[ ] ＝ －α ｊ＋∑
ｎ

ｊ＝ １
β ｊｘ ｉ 　 （ ｊ＝ １，２，…，ｋ－１；ｉ＝ １，２，…，ｎ）

则第 ｉ 个农场本地嵌入度的第 ｊ 类发生概率为：

Ｐ（ ｙ≥ ｊ ｜ ｘ）＝ １

１＋ｅｘｐ （ －α ｊ＋∑
ｎ

ｊ＝ １
β ｊｘ ｉ）

其中，ｉ 表示农场样本，ｊ 表示农场本地嵌入度的等级，ｎ 为解释变量的个数，α ｊ为模型截距，
β ｊ为解释变量的待估参数，ＸＴ ＝ （ ｘ１，ｘ２，…，ｘｎ）为解释变量矩阵。 考虑到同一类型的农场可能存

在干扰项相关的问题，本文在模型中对农场类型（如种植型、养殖型、种养结合型等）采用聚类

分析方法，并采用稳健标准误进行模型估计。

四、实证结果与分析

表 ２ 报告了生态农场本地嵌入度的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分析结果，模型的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解释量

达到 ０．３８８，说明解释变量能够较好地解释本地嵌入问题。
在农村社区环境方面，创业硬环境和软环境对农场嵌入体现出不同程度的影响。 首先，在

创业硬环境方面，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创业的硬环境

对下乡资本的本地嵌入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假说 Ｈ１ａ 和 Ｈ１ｂ 得到验证。 同时，创业软环境的

社会人文环境变量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且系数大于 １，说明当地民风越好，农场本地嵌入度越

高，支持假说 Ｈ１ｃ；政策支持在 ５％的水平上显著，系数符号为正，说明政策支持对于资本下乡的

本地嵌入有较强的正向作用，假说 Ｈ１ｄ 得到支持。
在村企互动方面，正式契约互动中优先雇佣本地人和村企共申项目对农场的本地嵌入均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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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在正向影响，后者甚至对农场的本地嵌入起到负向作用，假说 Ｈ２ａ 和 Ｈ２ｂ 未得到支持。 另一

方面，农场与村庄的非正式契约互动则均对嵌入有显著正向影响。 具体来讲，村庄帮建农场变

量在 １０％的水平上显著为正，假说 Ｈ２ｃ 得到支持。 这说明在农场建立过程中得到村委或村民

支持的农场，当地农村社区对农场的接纳度和认可度会更高，在后续发展中本地嵌入的情况会

更好。 农场与村民的熟识度以及人情活动均在 １％的水平上显著，支持假说 Ｈ２ｄ 和 Ｈ２ｅ。 这显

示出在农村以血缘、亲缘、地缘构建的社会结构下，正式的契约关系并不能为农场带来更可靠的

强信任关系，反而可能在正式的利益交换中降低本地嵌入度。 相对而言，通过非契约互动构建

本地社会网络则能够建立熟悉和信任感，提升亲密度，更有利于良好的关系嵌入 ［３０］ 。
表 ２　 多元有序 ｌｏｇｉｔ 回归结果

变量名称 系数 稳健标准误 ｔ 值 ｐ 值

农村社区环境

　 自然禀赋环境 ０．７１０∗∗∗ ０．１８５ ３．８５０ ０．０００
　 基础设施环境 ０．０８７∗∗∗ ０．０２２ ４．０４０ ０．０００
　 社会人文环境 １．１１７∗∗∗ ０．４０１ ２．７９０ ０．００５
　 政策支持环境 ０．５８０∗∗ ０．２３６ ２．４６０ ０．０１４
村企互动

　 优先雇佣本地人 ０．１７３ ０．２１２ ０．８２０ ０．４１５
　 村企共申项目 －０．５７３∗ ０．３０１ －１．９１０ ０．０５７
　 村庄帮建农场 ０．７２０∗ ０．３８３ １．８８０ ０．０６０
　 农场与村民熟识度 ０．９７７∗∗∗ ０．３３７ ２．９００ ０．００４
　 农场人情活动 １．０３１∗∗∗ ０．３４４ ３．０００ ０．００３
生态农场特征

　 农场面积 ０．０７０ ０．１２４ ０．５６０ ０．５７５
　 经营年份 －０．２００∗∗∗ ０．０２１ －９．６００ ０．０００
农场主人口特征

　 性别（女性为参照组） ０．０３４ ０．９４２ ０．０４０ ０．９７１
　 年龄 ０．４７９ ２．１２０ ０．２３０ ０．８２１
　 受教育年份 －０．０５５ ０．１４４ －０．３８０ ０．７０４
　 婚姻状况（未婚为参照组）
　 　 已婚 －１．５３５∗∗ ０．７７８ －１．９７０ ０．０４９
　 　 离异 ４．１９５∗∗∗ ０．９３１ ４．５００ ０．０００
　 户口所在地（本村为参照组）
　 　 本乡外村 ２．４９ ２．１２０ １．１８０ ０．２４０
　 　 本县外乡 －０．５７５ ０．７２６ －０．７９０ ０．４２９
　 　 本省外县 －０．４３４ ０．６７９ －０．６４０ ０．５２２
　 　 外省 －０．４１１ ０．７８３ －０．５３０ ０．５９９
　 　 其他 ０．０６８ ０．９３７ ０．０７０ ０．９４２
　 １８ 岁前居住地（农村为参照组）
　 　 乡镇驻地 ３．０２３∗∗∗ ０．９１６ ３．３００ ０．００１
　 　 中小城市 ０．２７２ ０．９０１ ０．３００ ０．７６３
　 　 大城市 １．２０３∗ ０．６１９ １．９４０ ０．０５２
Ｌｏｇ ｐｓｅｕｄｏ 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ｏｄ －６７．９８５
Ｐｓｅｕｄｏ Ｒ２ ０．３８８
样本量 １１７

　 　 注：∗∗∗、∗∗、∗分别表示估计结果在 １％、５％、１０％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五、结论与讨论

（一）研究结论

本文以 １１７ 家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为研究对象，基于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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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有序 ｌｏｇｉｔ 实证检验方法，探究了资本下乡嵌入本地农村社区的一系列影响因素，重点从农村

社区环境和村企互动两方面加以阐释。
第一，对于返乡下乡创业的生态农场而言，农村社区环境是影响农场嵌入本地的重要因素。

农场创业所面临的社区硬环境如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设施环境，以及软环境如社会人文环境和

政策环境均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农业企业在创立初期可能会面临资源匮乏

的问题 ［１４，１７，２８，２９］ ，需要通过与所依赖的村庄社区环境互动，以获取自身发展所需的环境资源、知
识资源和社会资源等。 对于生态农场而言，其秉持的绿色生产方式对本地农村社区的土壤、水
源、空气等自然禀赋环境有较高的要求，所在农村社区的自然禀赋条件越好，农场可能获取的生

产资源数量越多，质量越高，对于环境的适应和利用能力也越强。 相应地，村庄的基础设施环境

越好，农场在运输、用水、用电方面就可能获得更大的优势，有助于农场在本地的长久稳定经营。
但同时，仅仅拥有良好的社区硬环境还不够，已有研究表明，村民对外来资本会有本能的拒斥心

理，认为外来资本是村庄资源的掠夺者 ［４５］ ，导致双方在公共资源利用方面发生纠纷 ［８－９］ 。 因此，
本文又检验了农村社区的社会人文环境对嵌入的影响，结果发现农村社区的人文环境对资本下

乡的嵌入程度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良好的民风提高了村民和村委认可并接纳生态农场的可

能性，帮助创业者获取本地农村社区的认知合法性。 政策环境也影响着创业者对政策制度支持

即规制合法性的获取。 从资源依赖的视角来看，合法性本身即为一种资源 ［１７］ ，创业者需要具备

行动的合法性，以说服资源提供者支持创业活动 ［４６］ 。 良好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有

助于创业者获取合法性，从而在资源获取和使用中避免村民对外来者产生歧视。 综上所述，农
村社区环境的自然禀赋环境、基础设施环境、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支持环境都是影响资本下乡

嵌入本地的重要因素。
第二，本文强调村企互动对资本下乡嵌入本地的重要性。 过去的研究多聚焦于资本下乡是

如何利用第三方本地代理人解决嵌入问题的，例如创业者通过分包制降低内部监管成

本 ［８，４７－４８］ ，借由本地代理人的社会关系获取村庄资源和合法性 ［９］ 。 但是，先前研究也表明，在这

种方式中，由于创业者与农村社区的本地农户并未有直接联系，因此对于农村社区而言，创业者

仍是“外来者” ，其外来性并没有因此根除 ［１，９，２１］ 。 同时，创业者与承包者的关系结构和亲疏差

异，也会导致承包后的生产效率有所不同 ［２０］ 。 对于真正下乡的农业创业者而言，其所面临的嵌

入性问题并没有得到实质性解决。 因此，本研究对村企双方的直接互动予以更多关注，从村企

双方的正式契约互动和非正式契约互动两方面探讨村企互动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影响。 研

究结果表明，非正式契约互动如村庄帮助建立农场、农场主与村民的熟识度和农场的人情活动

有利于农场嵌入本地，正式契约互动如优先雇佣本地人和村企共申项目对农场的本地嵌入无正

向影响，村企共申项目甚至呈现负向影响。 这一结论与以往的理论研究和现实情况是一致的。
城市工商资本中的交易双方是追求利益最大化的“理性人” ，遵循契约精神开展商业活动。 但

是对于遵循差序格局的乡土社会而言，非正式契约的社会关系会比正式的契约关系对交往双方

的制约效力更佳。 这是因为在正式契约互动中，创业者与农村社区仅为了维系各自的利益目标

而交往，例如在雇佣劳动力和村企共申项目的过程中，双方更多地考虑衡量各自的付出和酬劳，
而不是建立更深厚的关系网络。 已有文献也指出，资本下乡与当地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对本地

雇工的管理和激励互动不畅，仅靠合约和薪酬无法调动雇工的积极性和自主性 ［４５，４７－４８］ 。 此外，
村企双方利益关联可能会导致经济利益纠纷，仅靠合约关系双方无法调和 ［１９］ 。 相比之下，非正

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是创业者与本地社区建立社会关系的重要桥梁，村庄帮建农场向创业者传

达了农村社区对外来资本的接纳态度，农场与当地居民的熟识程度和人情往来活动帮助创业者

与村民构建社会网络中的弱关系，为创业者带来更多的机会和资源 ［２１，２３］ 。 同时，非正式契约的

双方互动意味着交往双方都会预期将来彼此还会进行情感互动，由此村民也会遵循人情法则，
将创业者逐渐视为熟人社会中的一员。 通过这种村企双方直接互动，创业者可以与当地村民直

接建立信任和人情关系，构建自身的乡土性社会资源，而无须依赖本地代理人，这有助于下乡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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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从根本上实现关系嵌入。 因此，村企互动特别是非正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对下乡资本嵌入

本地有着重要意义。
（二）进一步讨论

本文考虑了下乡资本所面临的农村社区环境对其嵌入的影响，同时创新性地提出了村企互

动对资本下乡本地嵌入的影响，对以往研究从第三方代理人视角分析嵌入问题进行了补充。 此

外，基于嵌入性理论和资源依赖理论，本文采用实证研究方法展开分析，弥补了以往文献多采用

案例研究分析嵌入问题的空白，有助于丰富嵌入性相关的理论研究。 同时，本文的结论也可为

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提供理论参考。
一方面，资本下乡的本地嵌入程度和农村社区环境紧密相关。 良好的自然禀赋环境和基础

设施环境是创业企业实现嵌入和可持续发展的基础，因此资本下乡企业在进入农村社区时，应
综合考量当地农村社区的硬环境，与当地社区共同构建更优质的资源环境，保证企业具有长久

稳定经营的环境基础。 同时，所在村庄的社会人文环境和政策环境影响下乡资本获得本地知

识、资源，以及制度支持的可能性，下乡资本应对当地的软环境包括民俗民风、政策制度等有所

了解，以获得在当地经营的认知合法性、规制合法性和规范合法性，从而获取资源并实现良好的

嵌入。
另一方面，在中国的乡土社会中，资本下乡面对的是讲人情、讲面子的熟人社会逻辑，创业

者可以通过非正式契约的嵌入性活动如人情往来等与当地居民熟识，构建并扩大自身在当地的

社会关系网络，从而获取本地的乡土性资源，实现关系嵌入。 同时，要以谨慎的态度对待正式的

契约合作，避免因互动中的利益纠纷对资本下乡实现本地嵌入产生负向影响。
（三）研究的局限性

本文在研究过程尽可能做到科学严谨，但仍存在一些值得改善和继续探讨的问题。 由于资

本下乡创办的农场兴起时间较短，且区位分散，样本获取较为困难，导致本文的样本量受到限

制。 同时，本文在调查时采用了滚雪球抽样法，这为本文在稀疏总体中寻找受访者提供了有利

帮助，所得样本中同时涵盖了行业内的标杆农场和普通农场，但该方法也可能会导致有些分子

最后仍无法找到，造成一定的误差。 此外，考虑到样本量有限，区分资本返乡和资本下乡可能会

使研究效度受到影响，本文将返乡下乡创业者作为整体探讨其嵌入的影响因素，未作分类处理。
在今后的研究中，可考虑采取效果更佳的调查方法，扩大样本量，针对更细分的研究主体就嵌入

的相关问题做进一步实证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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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ｒｍ． Ｓｅｃｏｎｄｌｙ，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ｏｆ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ｓ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ｕｎ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ｔｒａｃｔ ｓｕｃｈ
ａｓ ｆａｒｍ ｈｅｌｐ ｂｕｉｌ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ｔｈｅ ｆａｍｉｌｉａｒｉｔｙ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ｆａｒｍ ａｎｄ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ｆａｒｍ＇ｓ ｆａｖｏｒ ｐａｔｔｅｒｎ ｈａｖｅ ｐｏｓｉｔｉ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 ｏｎ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ｌｏｃａｌ ｅｍｂｅｄｄｉｎｇ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ｈｏｗｅｖｅｒ，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ｃｏｎ⁃
ｔｒａｃｔ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ｓｕｃｈ ａｓ ｈｉｒｉｎｇ ｎａｔｉｖｅ ｌａｂｏｒ ｈａｓ ｎｏ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ｔｈ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ｗｈｉｌｅ ａｐ⁃
ｐｌｙｉｎｇ ｐｒｏｊｅｃｔ ｔｏｇｅｔｈｅｒ ｅｖｅｎ ｈａｓ ａ ｓｉｇｎｉｆｉｃａｎｔ ｎｅｇａｔｉｖ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ｎ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Ｇｏｉｎｇ ｔｏ ｔｈｅ Ｃｏｕｎｔｒｙｓｉｄｅ； Ｅｍｂｅｄｄｅｄｎｅｓｓ；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ｃｅ；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Ｉｎｔｅｒａｃｔｉｏｎ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Ｒｕｒａｌ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ａｎｄ Ｅｎｔｅｒｐｒｉｓ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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